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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家变法与大一统帝制形成的理论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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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家兴起于传统礼制秩序的衰落，以“世异事异”的历史变迁论为变法改制的正当性进行学理论证。总的 

来看，法家思想的最大特点在于最大限度地进行社会军事动员，其政策以战争为导向，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人力资 

源结构，增强了国家财政汲取能力，并把由军事纪律衍生出来的法律规定转变成组织管理手段。法家变法以集权 

动员的高能效，创造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结构，而法家的变法措施既依赖同时又巩固这种权力结构，最终 

为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专制铺平了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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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诉求，能够适应时代要求的 

思想，才能够代表时代的精神。然而，即便是适应时 

代需要的思想，也要接受道德的审查和历史的审判。 

春秋、特别是战国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乱世，全民参 

与的战争成了这个时代的基本主题。由于世道纷乱熙 

扰，重整社会秩序遂成了当时的时代要求。俗话说， 

乱世出英雄，乱世亦出救世的思想英雄。诸子百家就 

是这样的思想英雄。诸子百家纷出，从而种种救世主 

张争鸣于世。在这场轰轰烈烈的思想竞争中，法家在 

吸收道家和兵家思想的基础上，先后击败当时思想界 

的翘楚儒墨两家，为大一统帝制结构的形成作了理论 

和制度准备： “全民战争时期在政治舞台上大出风头的 

是法家，从公元前 5世纪后期到公元前 4 世纪法家推 

动的改革浪潮，催生了对国内人口实现总体性控制的 

中央集权科层制国家。 ” [1](106−107) 而在儒法合流后， “他 

们那‘冷静的理智态度’更是与儒家实用理性一道， 

构成了中国智慧的本质特征” [2](96) 。确实，无论是在 

思想还是制度层面，法家的重要性及其影响都巨大而 

深远。在纷繁的历史变迁中，法家能够在思想和制度 

竞争中胜出，并对塑造中国的大一统帝制产生举足轻 

重的影响，一定有其内在根据。在此意义上，既是历 

史选择了法家，也是法家开创了历史。因此，法家的 

思想理论以及现实政策同大一统帝制形成之间的逻辑 

关联，需要揭示出来。 

一、 “礼坏乐崩”——法家兴起的 

历史背景 

(一)“封建”制度的解体 

从结构上说，中国大一统帝制所取代的是“封建” 

制。《易经》中说“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 ，因 

而武王伐纣是儒家及世人眼中极具道义性的行为。对 

于西周来说，武王的功绩主要是建立政权，但对后世 

影响甚远的思想文化及制度建设，则是周公完成的。 

周公制礼，最终确立了礼制秩序。礼制秩序的核心是 

确立等级秩序，所以“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 

别同异、明是非也”(《礼记·曲礼》)。礼制等级秩 

序的维持既需要政治架构的支撑，本身又是确立政治 

架构的原则。这种政治架构就是“封建制”。“西周 

的封建，乃是一种侵略性的武装移民与军事占领，与 

后世统一政府只以封建制为一种政区与政权之分割者 

绝然不同。 ” [3](45) “封建”的具体制度包括政治上的封 

国、军事上的拓殖和宗法制度。因而，封建制度整合 

了政治、军事和家族制度，形成的是“家-国一体”混 

然不分的制度结构。 

由于存在权力过于分散等弊病，以礼制来统合的 

“家−国一体”制度结构随着时代的迁移，无力对抗 

外敌入侵和内部的权力争夺，最终分崩离析。传递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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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制度危机的一个明显信号，是周平王在同西方犬戎 

等部落的民族竞争中落败而东迁洛阳。东迁之后，王 

室权力延续了衰微的态势，各诸侯国地方势力趁机做 

大，渐成“礼坏乐崩”之势，违礼篡弑不断。在儒家 

看来，这是天下无道的表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 

伐自天子出； 天下无道， 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 ” ( 《论 

语·季氏》)王室衰微后，各封国之间进行兼并战争， 

诸侯称霸，僭称王号，大夫专执国柄，整个社会纷乱 

变动，导致原有稳固的阶级界限逐渐被打破，各阶级 

在不同社会层级之间的流动开始频繁，为士人的崛起 

提供了社会条件。 
(二) 法家的崛起 

士人中思想杰出、可独为一说而立于世者，即为 

诸子。诸子“皆起于王道既微，诸侯力政”(《汉书·艺 

文志》)。结束力政乱局，就是当时时代的要求。所谓 

时势造英雄，诸子为解决时代难题而生，各家思想并 

出而成百家争鸣之势，遂形成中国史上最为辉煌的思 

想解放时代。乱极而谋定，最终结束这一时代纷争乱 

局的，是法家。从历史与逻辑的统一来看，法家思想 

与当时的时代要求之间存在着一种结构性的契合关 

系：从后果来看，法家胜出的秘密就在于其思想及其 

政策为皇权大一统帝制的形成提供了高效的集权动员 

力量。历史有着自身的内在运行逻辑。 “故尊君权、重 

法治、禁私学，乃当时现实政治之自然趋势。法家之 

学，不过将其加以理论化而已。 ” [4](236) 尽管如此，法 

家并非只是消极地顺应历史，而是积极地开拓历史。 

这不但体现在法家进行变法改制的思想理论根据上， 

更表现在法家的现实策略上。 

二、 “世异事异”——法家的变法 

改制依据 

(一) 法家的“现实”立足点 

法家绝非泥古不化之徒，而是能与时俱进的实践 

家。法家之所以被称为法家，不是因为他们对法律的 

重视， 而是因为他们都是时代的改革家， 故法家之 “法” 

非法律之法，而是变法之法，即他们是能顺应时势变 

迁而变法改制的政治家。不过，法家的变法改制策略 

必须得有理论的支撑。因而，也可以说，法家的胜出， 

首先是其思想反对当时主流思想的有效性。 一反常态， 

法家对于当时社会问题的着眼点进行了根本变更，从 

而确立了更具现实意义的理论出发点。这个出发点， 

就是历史。先秦儒家主张在力政时代恢复“古代”夏 

商周时的“三代”之制，因而采历史退化理论，以古 

代“王道”理想非议现代“霸道”现实。然而，先秦 

儒家虽有救世之宏愿，却乏回天之力，故陈义愈高， 

离现实愈远，遂成不合时宜的空谈论调。法家则勇敢 

地直面现实，在现实的立足点上进行理论与制度上的 

建构。 “法家贵综核名实，故其所欲考察者，恒为实际 

之情形。执旧说而谬以为是，法家所不取也。职是故， 

法家恒主张变法。 ” [5](115) 

在秦国曾两次主持变法从而为秦国强盛奠定基础 

的商鞅即主张：“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帝王不相 

复，何礼之循？伏羲神农教而不诛，黄帝尧舜诛而不 

怒，及至文武，各当时而立法，因事而制礼。礼法以 

时而定，制令各顺其宜，兵甲器备各便其用。臣故曰： 

‘治世不一道，便国不必法古。’” (《商君书·更法》 ) 
商鞅的变法改制理论根据同循古传统相背离，立基于 

对现在时代背景的深刻把握。立足于现实，对现实具 

有冷静、清醒的意识，是法家人物的共同特点。这种 

意识在法家集大成者韩非那里表现为一个系统的历史 

变迁论。 
(二) 历史变迁的理论 

韩非“世异事异”的历史变迁论是为变法改制的 

正当性进行的学理论证，从而历史变迁论实为变法改 

制提供理论根据。法家的现实性在理论逻辑上首先表 

现为对世道变迁的清醒认识，即“世异则事异”(《韩 

非子·五蠹》)。很明显，韩非在此的理论对手是儒家。 

韩非在《韩非子·显学》中提到，在当时的理论纷争 

中，主导的是儒家和墨家。就法家的变法改制来说， 

其主要的理论障碍就是儒家。儒家以先王之道贬抑后 

王，其价值倾向明显是以古非今，儒家宗师孔子就是 

这种态度： “周监于二代， 郁郁乎文哉！ 吾从周。 ” ( 《论 

语·八佾》)儒家区分王霸，扬王道而贬损霸道，在儒 

家眼中，当世各国君主所行无一不是霸道之政，故儒 

家的理论矛头直指当世一切君主之政治行为，并予其 

以道义上的低下性。法家以富国强兵为目的的“霸政” 

恰好违背儒家的道义论，因而儒家既是法家的理论敌 

手，亦是法家主要的打击对象。作为对付理论对手的 

理论，法家以“世异”来对抗儒家，指称儒家的理论 

完全搞错了对象，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与 

当今之世皆不同，“是以圣人不期修古，不法常可， 

论世之事，因为之备”(《韩非子·五蠹》)。在法家 

看来，世道变了，圣人救世的手段也要随之改变，固 

守先王成法不变，无异于守株待兔，自取灭亡。因此， 

法家反对的只是儒家的圣人理论，但并不反对圣人本 

身。 法家自己所尊崇的圣人是善于权变的现实主义者、 

能顺应时势而变法改制的改革家。对于法家主要的打 

击对象，韩非对付儒家的政策是，“言先王之仁义， 

无益于治， 明吾法度，必吾赏罚者亦国之脂泽粉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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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明主急其助而缓其颂， 故不道仁义。 ” ( 《韩非子· 显 

学》)后期法家，如商鞅、韩非等，皆不言仁义。原因 

很简单，言仁义乃是愚顽不化，不合于世，而且仁义 

不利于君主权威的树立和维持。 

法家正是以“世异”这一历史变迁论作为牢靠的 

理论出发点，在此基础上进行“权变”。世道变迁， 

导致世事发生变化， 是谓 “世异则事异” ( 《韩非子· 五 

蠹》)。当时的“世异”是，“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 

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韩非子·五蠹》)。“气 

力” 是法家政策的基本出发点， 也是法家圣人根据 “事 

异”进行“备变”的出发点，正所谓“国之所以重， 

主之所以尊者，力也”(《商君书·慎法》)。既然古 

今异俗且新故异备，因此因应世事变化，需要新圣人 

出而采取相适应的手段，是谓“事异则备变”(《韩非 

子·五蠹》)。争于气力所可凭借者，最基本的是军事 

实力。从道德上讲，争力者确实不如先前的皇、帝、 

王，但气力却有助于成就霸业，所以管仲说，“明一 

者皇，察道者帝，通德者王。谋得兵胜者霸，故夫兵 

虽非备道至德也，然而所以辅王成霸。”(《管子·兵 

法》)在早期法家代表管仲那里，仁义道德还残留着道 

义上的正当性，而到了后期法家那里，道德遭到了放 

逐，温情退隐，争于武力的“霸政”开始变得赤裸裸。 

三、 “气力之争”——法家的现实 

争霸策略 

法家若要在诸子百家思想纷争中胜出，除了为变 

法改制奠定历史变迁的理论根据外，关键是要提供现 

实策略。法家提供的正是利于成就霸业的策略。总的 

来看，法家政策的最大特点就在于以最大限度地进行 

社会整体性的军事动员为手段，从而达到在诸侯混战 

中胜出的目的。因此，从军事角度理解法家的现实策 

略，是探究法家理论及其现实策略与历史之间复杂关 

系的一个有效切入点。军事战争乃是一项系统工程， 

其基本要素是兵力、后勤补给及组织管理手段等，法 

家正是以军事变革为核心，以服务军事为导向，提出 

了一系列与此密切相关的政策。 
(一) 全民皆兵的兵制结构 

战国时期的战争不具有现代色彩，也没有大规模 

的杀伤性武器，战争胜负的主要决定性因素是兵员结 

构。兵员结构有人数和质量两个方面的要求。从兵员 

构成来看，法家的政策改变了传统的战争人力资源结 

构。传统战争是贵族战争，战争规模小，战斗人数少， 

且讲究战争法则。但是，随着战争在战国时代的普及 

和升级，贵族战争遭到了彻底破坏，开始普遍向平民 

战争转化。通过人口调查、户籍编制及整合地方行政 

体制等手段，法家把农民、工匠等纳入国家的兵制结 

构体系，进行战争的全民总动员，从而为战争准备了 

充足的兵源：“秦、汉之世，为中国兵制之一大变。 

古代兵农合一之说虽诬，然至战国，业已成为举国皆 

兵之局。 ” [6](404) 战争的升级导致法家征兵措施的跟进， 

征兵措施的进步反过来又从整体上扩大了战争的规 

模，提高了战争的惨烈程度。 

针对兵员素质问题，法家提出了奖励军功的政策 

主张。在法家思想体系中，有刑赏二柄，奖与惩是同 

时并用的手段。 商鞅明确提出： “圣人之为国也： 壹赏， 

壹刑，壹教。壹赏则兵无敌……所谓壹赏者，利禄官 

爵，抟出于兵，无有异施也。”(《商君书·赏刑》) 
以军功作为奖赏的唯一根据，其政策导向势必突出军 

事指挥及作战能力，从而降低血统在等级升迁中的作 

用。因而，奖励军功政策与“世卿世禄制”发生冲突， 

遂有法家废除世袭特权之举措。 传统贵族是封建贵族， 

有世袭政治身份，有安稳的衣食保障。新政涤荡贵族 

特权，新贵族以军功显，积习日久，传统以贵族为主 

体的征兵、军事领导及指挥体系逐渐势微，为平民阶 

级的崛起提供了基本的制度支撑。 “凡人主之所以劝民 

者，官爵也”(《商君书·农战》)，以军功利诱平民 

为国家效命，使新贵族从平民阶级产生，能力跃居血 

统之上，并随之提高了军队的战斗力，因而这也是一 

个相互促进的关系。结果，法家的兵制改革使以西周 

分封建制为基础的“封建”制遭到根本性冲击，封建 

贵族整体性衰落，从而为皇权大一统的建立和延展提 

供了巨大的权力运作空间。 
(二) 奖励耕织的后勤保障 

商鞅抓住了气力之争的关键因素，他说， “耕战二 

者，力本”(《商君书·慎法》)。实际上，战争是综 

合国力的力量比拼。这种综合力量，除了人力外，必 

然还要涉及物资耗费等财力支出。士兵作战需要保证 

衣食、武器等军需及时充足的供应。所以，养兵者首 

先需要有强大的国力作支撑。 “国之所以兴者， 农战也” 
(《商君书·农战》)，法家深刻地认识到这一点，因 

而其改革的重头戏是迫切发展农业及出台增强国家财 

政汲取能力的政策。如，商鞅的变法改革措施首先就 

是发展农业，以为“强兵”打下“富国”的基础。其 

在农业方面的具体措施明显地体现了这一政策导向， 

像垦草令、为田开阡陌令、奖励耕织令的颁布，实际 

上即是为进行战争准备粮食、马匹、布匹、医药等军 

需物资，而纳粟买官令、分户令则是为了增加国家税 

收，提高中央的财政汲取能力。从技术角度看，以提 

高战争效率为导向的政策还促进了与军事相关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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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发展。诸候之间的兼并战，扩展了战争地域，特别 

是远距离作战，显然需要交通、武器制造、工矿冶炼 

等技术的跟进。技术的进步，反过来又推动了战争整 

体的残酷程度。 
(三) 军事管理手段的跟进 

军事行动向来属于非常状态，诸侯间的频繁战争 

则使军事发展成为常规。非常状态的常规化，要求配 

之以军事组织管理手段的高效率和有效性。据说，商 

鞅改“法”为“律”，然所改者绝非仅仅是名称那么 

简单。商鞅强化了法律的统一、特别是服从的意义。 

而维持军队政令畅达的有效途径，是严肃军队纪律， 

形成士兵对长官、下级对上级的绝对服从关系。传统 

军事争战中，诸侯所组织的军队并非全部由其直接统 

领， 诸多军队乃是由大小贵族的家臣及其奴隶充任的， 

因而，各国君主对于其军队并无完全的支配权。军队 

组成的复杂化，军事将领有私兵等情况的存在，使得 

各将领与君主的离心力始终存在，构成了君主独裁权 

力的有效威胁。而废除世卿世禄，由君主直接擢升有 

军功的将领，形成君主对将领的直接领导关系，则强 

化了君主对军队的领导权。由军事纪律来保障的这一 

军事管理手段的有效性，推动君主把这一手段扩展适 

用到其他领域。从而，由军事纪律衍生出来的法律规 

定成为组织管理手段的主要方式；一个国家最主要的 

权力是军事和行政权力，进而法律从军事领域发展为 

主要的行政管理手段，以军事立国的中央集权权力体 

制已呼之欲出。 

四、 “集权动员”与“一统专制”—— 

法家政策最终导致大一统帝制的 

形成 

(一) 大一统帝制的形成 

整体来看，法家的政策为军事集权动员作了最充 

分的准备。由于全民皆兵，以集权和效率为导向的组 

织管理手段也就普遍化了，从而把军事手段扩及一切 

重要的权力领域。这在政治权力结构上表现为：法家 

以战争和效率为导向的变革，最终塑造了新型的国家 

权力结构。封建时代中央的岁入依靠天子直属领地的 

产出，法家扫荡贵族，把原有贵族的领地逐渐纳入中 

央管辖，建立起中央对地方的直接管理关系；封建时 

代依封建状态确定效忠关系，下级只对自己的直接上 

级负责，法家则最终通过废封建、立郡县而建立起中 

央直达地方权力末梢的金字塔式行政官僚管理体系的 

权力结构。相对而言，也只有这种权力结构才能保证 

中央财政汲取、军事动员等的高效性。 

法家以极端冷静的态度提出他们的变法改制根据 

和军事动员策略，为新型国家权力结构的形成开路。 

法家精神对于大一统帝制结构的形成发挥了促进作 

用。然而，正是在这里，历史展开了历史理性的狡计： 

“统治秩序只能建立在冷静理智所分析的利害关系 

上，在这关系上树立起君主专制的绝对权威。” [2](90) 

因此， 法家对于大一统帝制结构的促进决非毫无代价。 
(二) 法家精神对大一统帝制结构的促进 

在新型的大一统国家权力结构中，处于金字塔顶 

端的当然是君主。由于法家理论能够实现集权动员的 

高效性，在强国争霸业、弱国图自存的弱肉强食竞争 

中，法家的政策必然迎合君主集权的需要和心理。君 

主集权之势成，则为君主专制独裁创造了条件。法家 

政策的基本目的很明确，富国旨在强兵，强兵旨在称 

霸。外部环境的严酷性要求法家政策的实施必须保证 

高效率及有效性，而政策的有效推行又必须以政治权 

力的有效支持为后盾。反过来看，法家政策推行的极 

致，便是最终颠覆传统而松散的“家国一体”的封建 

制国家形态，从而建构出“家国一体”的皇权大一统 

国家结构。按照这一新国家结构自身的逻辑，该结构 

势必竭力清除一切有可能与皇权构成竞争的思想形态 

和组织形态，从而凡是不合于这种权力结构的，皆是 

铲除的对象， 正所谓 “儒以文乱法， 侠以武犯禁” ( 《韩 

非子·五蠹》)。 

“法家为不受制约的强势国家提供了合法性，而 

由法家改革所带来的国家在人员和资源动员能力和战 

争能力的提高又使法家意识形态进一步赢得了统治阶 

层的青睐。 ” [1](110) 皇权大一统的国家权力结构，必然 

从体制上强化君主权力及其专制独裁的欲望。而从本 

质上说，法家思想本来就是为君主服务的理论：“法 

家中也没有人能够哪怕是稍微触及一下君权本身的问 

题。似乎当时的时君世主没人愿意看到有人讨论这个 

问题。 ” [7](173) 效命于君权的法家理论的最高峰是韩非， 

在他那里，“势、术、法”实现了系统化的结合，这 

也是法家理论衰败的开始。慎到重势，申不害重术， 

商鞅重法，韩非熔三者为一炉，为君主专制进行理论 

和制度的设计。“凡治天下，必因人情。人情者，有 

好恶，故赏罚可用；赏罚可用则禁令可立而治道具矣。 

君执柄以处势，故令行禁止。柄者，杀生之制也；势 

者，胜众之资也。”(《韩非子·八经》)韩非从人性 

趋利避害这一恶的假设出发，从而引申出刑赏二柄， 

势为君主驭臣下之根本，故君主必掌国之实权，盖在 

于“万乘之主、千乘之君所以制天下而征诸侯者，以 

其威势也。 威势者， 人主之筋力也” ( 《韩非子· 人主》 )。 

然而，以一人之能，治群臣与万民显然力有不殆，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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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法、术协助：“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 

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人主之所执也。法 

者，宪令着于官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 

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君无术则弊于上， 

臣无法则乱于下， 此不可一无， 皆帝王之具也 。 ”( 《韩 

非子·定法》)顾准看得明白：“‘王子犯法，与庶民 

同罪’，以及废除贵族，实行二十等爵等等，是把专 

制君主一人而外的一切人都平等化了，这也是其积极 

的一面。” [8](281) 由于法本是帝王统治的工具和手段， 

故法家之“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乃是一人之下 

的平等，是人人平等做一个人的奴才的平等，因而也 

是无人格的平等。法家为君主独裁专制出谋划策，是 

最无耻的帝王南面之术，所以，法家思想愈精进，为 

害则愈烈。 
(三) 皇权大一统结构的两极性 

皇权大一统帝制并非是皇权的堡垒。在皇权集权 

的大一统体制下，权力继承原则(嫡长子继承)因皇权 

内部继承人之间的继位争夺，及权臣、女祸、太监等 

外部势力的介入而发生危机，形成了权力在任何人手 

中都难以长久保持的权力更迭局面。同时，任何一次 

的改朝换代，又很难从根本上打破皇权集权大一统体 

制。从而，两者交叠，形成稳固的皇权集权大一统体 

制内不稳固的皇权争夺。“这种类型的社会结构，一 

方面具有巨大的稳定性；另一方面表现出周期性振 

荡。” [9](13) 最终，在皇权的激烈争夺战中，对国家最 

高权力的争夺最终演化成了一种胜王败寇的“零合游 

戏” 。在皇权集权的大一统体制下，每个实际的和潜在 

的掌权者其实都不安全，最倒霉的则是“有难则用其 

死，安平则尽其力”的子民百姓。 

五、结语 

法家变法改制能够达到集权动员的高能效，是法 

家在诸子百家中最终胜出的根本原因。集权动员的高 

能效，创造出了中央集权的皇权大一统结构。法家的 

变法改制措施既依赖于这一权力结构，同时又在巩固 

这种结构，两者是一种相互促进的关系。法家轻德性 

而重功利， “其思想大体，仅为因利就便，趋于目前之 

功利而止。故其议论，往往尚权力而薄文化，重现实 

而轻历史” [10](5) 。这种思想与制度设计，最终为中央 

集权的皇权大一统专制铺平了道路。法家的胜出，全 

在其政策的集权动员高能效， 然而正如法家所言， “世 

异则备变” ，儒家也说“过犹不及” ，法家的功利导向 

必会遭至自己思想的疯狂报复。及汉武之世，罢黜百 

家而独尊儒术， 法家的酷烈被蒙上了儒家的温情： “儒 

家为时显学，众所共知。法家似较式微，实则明察之 

上，才智之臣，无不阴之者。 ” [6](459) 法家的极端政策 

为儒法合流铺平了道路，从而形成了儒法合力为皇权 

大一统效命之势。虽历经两千多年风雨，皇权大一统 

结构仍表现出顽强的生命力，直至近代民主共和出才 

告瓦解，而其暗潮却不知要传之多久。 

参考文献： 

[1]  赵鼎新.  东周战争与儒法国家的诞生[M].  上海:  华东师范大 

学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2006. 

[2]  李泽厚.  孙老韩合说[C]//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天津:  天津社 

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3]  钱穆. 国史大纲(修订第 3 版)[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6. 

[4]  冯友兰. 中国哲学史[M].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0. 

[5]  吕思勉 .  先秦学术概论[M].  桂林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 

2010. 

[6]  吕思勉. 秦汉史[M]. 北京: 新世界出版社, 2009. 

[7]  许倬云.  中国古代社会史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流动 

[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 

[8]  顾准. 评韩非[C]//顾准文集. 北京: 中国市场出版社, 2006. 

[9]  金观涛, 刘青峰. 兴盛与危机: 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M].北 

京: 法律出版社, 2011. 

[10]  钱穆.  秦汉史(第  2 版)[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 

店, 2005. 

Thoughts on political reform of Legalist school and 
formation of the Great Unity Emperialism 

MENG Qingtao 

(Applied Law School,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1120, China) 

Abstract: Legalist school rises from the fall of traditional ritual order and argues that political reform is legitimate 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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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y on the base of historical change. In general, the major character of Legalist school is to conduct social military 
mobilization in maximum. Legalist school’s policy proposed Military merit awards and changed the traditional structure 
of human resources in war, and developed agriculture and reinforced state’s capacity for gaining money  from society, 
and changed the law which derived from military discipline into the major organized method. Legalist school created 
the structure of the unification of imperial power which centralized in the Central Authorities from the high efficiency 
of centralized mobilization. The reform policy of Legalist school is both dependent 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structure 
above. There  is  a mutual  promotion  between  them, which can  prepare  the way  for  the  tyranny  of  the unification  of 
imperial power. 
Key Words:  Legalist  school;  the  collapse  of  rites  and  the  disappearance  of  Elegant Music;  Other  times  and  other 
manners; balance­of­power; centralized mobilization; unification of imperial pow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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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search of factors about the elderly demanding home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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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n the basis of  literature study and  field survey, we divided  the  factors which will influence “whether  the 
older  people  demand  home  care  service"  into  10  variables.  Through  the  interactive  analysis  and  statistical  test,  we 
screened 8 major variables into the Logistic model for further analysis. The model analysis results show: age, education, 
occupation, health status, family economic status , ways of  living and social support, which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on the needs of the elderly home care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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